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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访谈



一    年少志存

1    富足童年中的清严家风

我出生于广州市西关十八甫的一个商人家庭，家人希望我能够继承刘家经商的事业，给我取名作

“颂豪”。祖父在佛山市顺德区容奇镇经营一间米店，他起早贪黑把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抚养长大，到父

亲这辈家族生意已经初具规模，因此举家迁至广州，父亲也在广州开始经营饮食、腊味行业。印象中，父

亲几乎每天清晨 4点多起床，亲自带着员工去屠宰场置办原料，对每一道腊肠制作工序都严格把关。他

还要求家里的每一笔支出都必须花在关键处，不得随意浪费。而遇到生活困难的亲友和遭灾受难的穷

人，他也常常施以援手。

父亲没有因为生活富足而溺爱于我，也没有因工作忙碌而放松对我的教育。我在腊味厂子里帮忙

时，就曾因为只用一只手而不是双手搬东西，受到他的严厉纠正。恭勤不怠，乐善好施——父亲的言传

身教对我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

2    战争炮火中的逃亡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不久后，侵华日军对广州进行了长达 14个月的

轰炸。粉墙青瓦、水墨青砖，巷陌老街……柔美秀丽的家乡在炮火中备受摧残。

这一年我刚上小学，第一次拉响防空警报的时候，还在教室里上课。听到警报声，老师带着我们慌

慌张张地跑到学校防空洞里，在那儿能清楚地听到日军飞机刺耳的轰鸣响彻整个天空。然后是震耳欲

聋的爆炸声，屋里充斥着尖叫，我们哆哆嗦嗦地抱成一团。

因为炮火袭击，学校停课，父亲的店铺也被炸得支离破碎，我们一家老小告别广州，逃回老家。但乡

下也并不安稳：卖国求荣的汉奸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土匪趁火打劫；日军拆祠堂、建碉堡，抓了很多劳

工做苦力；还架起了长长的铁丝网，如果有人穿越铁丝网，就会被堡上的机枪一阵扫射活活打死。我们

全家只能继续逃至中山县、澳门、香港……几个月后又回到广州。一次次心惊胆战地逃难，我目睹了侵

略者的残忍跋扈和百姓的苦不堪言。到处是废墟瓦砾和哀嚎的行人，从那时起，童年记忆中甜蜜的片段

渐渐模糊，更多的是山河破碎在幼小心灵中刻下的疼痛。

3    科学救国的矢志初心

当时的广州已经被日军占领，开办了很多日语学校，实行日本化的奴化教育，这是我和我的家人们

绝对无法容忍和接受的。但是广州市区内大批学校被迫停办、迁移，仅剩十来间小学和几间中学。好在

一番周折之后，我有幸考上一所名为“明德女子中学附属小学”的教会小学。

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浪费。我常常把各门功课的知识框架和重点抄写到小

卡片儿上，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温习。小学五年级时，我跳级参加当年的升中考试，考入了广东大学附属

中学。

记得在中学的一节英语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听到后来全班都趴在桌子

上泣不成声，我也不例外。那时在大街上看到日本军人欺辱中国百姓，愤怒和耻辱总是萦绕在心里难以

释怀。我提醒自己：读书学习才能让自己强大；才有机会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强盛；才能帮助同胞摆脱亡

国奴的命运。这种信念越来越深，促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

除了学习之外，我和武术还有一段不解之缘。我自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希望自己也能像里面的侠

客一样拥有强壮的体魄和过人的武艺，行侠仗义、惩恶扬善。在明德小学读书时，学校门口不远处有个

药店，店主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医师，给人看病抓药闲暇之余还传授武功，于是我拜他为师，课余跟着他

练拳脚、习刀枪。后来在广大附中读书时，我又认识了一位来自四川的拳师马仰之。马师傅家里居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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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比较差，所以我经父亲允许后，便把他一家接了过来，住在我家顶楼后半层。至于前半层，则添置了些

单杠、杠铃等运动器材，改造成了运动场。课余时间，我常在这里跟着马师傅学习铁砂掌等武艺。同学

们得知此地后，也常来和我们一起锻炼，偶尔谈论时局、针砭时弊。许多年后我回母校华南师范学院任

教，有学生看我这位新来的校长会经常到体育馆练举重，也打铁砂掌、玩倒立，都觉得是个有趣的事情。

高中毕业，我考入广东文理学院物理系，在那里我渐渐迷上物理和原子物理，很想成为一名“科学

家”。恰逢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招生，我马上找到系主任表达了自己想去那做科学研究的

愿望，得到了他的同意。一个月后，我便收到中国科学院的批复文件。

赴京前，父亲来送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三个字：“好好干！”

二    在北国长春的十年

1    “到哪里工作都是为祖国工作！”

开往北京的火车闷热而颠簸，但我一心想着未来，丝毫不以为意。一下车，我便飞奔到中国科学院

报到。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院里并没有把我分配到我所向往的近代物理所，而是分到了之前完全没了解

过的“仪器馆筹备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迫切地找到了负责筹备仪器馆

的王大珩先生，坦诚地向他表达我想去近代物理所的愿望。

大珩先生的回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说，光学研究更迫

切地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想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光学工业，没有光学研究基础，连光学仪器都无法

自己生产制造，后果是什么？要是打起仗来，我们就糟糕了!过去，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吃了大亏。现在，国

家非常迫切地需要光学方面的科研人员。这正是你的大好锻炼机会，也是你这样的知识青年该奉献的

时候。”

听了大珩先生语重心长的话，我如梦初醒。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全国上下齐心投入建设浪

潮之中，大家穿梭、忙碌于科学院的各个角落，心里想的全是能为祖国科技事业多出一份力，而我却一直

纠结于个人理想，没有考虑大局。我的梦想不仅仅是研究物理，更重要的是在这梦寐以求的科学殿堂为

国效力，让祖国真正变成一个科技大国、科技强国。最后，我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到仪器馆的工作中。

2    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

光学工业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到 20世纪 30年代，各军事强国都已建立起完善的光学

工业体系。光学玻璃在国防、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用途，其生产技术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而被严

格封锁。30年代初，我国所有光学产品全靠进口，连简单的维护保养都要到国外进行。现如今新中国百

废待兴，掌握光学玻璃的制造和生产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吉林省长春市成立，这便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简称长春光机所）的前身。王大珩先生被任命为馆长、所长。随后他邀请了当时正在秦皇岛耀华玻

璃厂工作，同怀“建立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工业”之梦的龚祖同先生担任光学玻璃试验室主任，负责光学

玻璃的试制工作。很多应届毕业生都被分到了龚祖同先生身边，我也是其中之一。

整个光学工业一片空白，要想研制光学玻璃，就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龚祖同先生是光学玻璃

研究的大课题负责人，主要精力都要放在科学研究上。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边学习、边工作，

成长速度极快。

我当时还担任研究室干事，负责具体的生产研究事务。这对于毕业时间并不长的我来说非常具有

挑战性，尤其我是学物理出身，一看见工程图纸就头疼。不过自儿时起，我就是个不愿服输的人，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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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经历也让我相信，对于陌生领域不能有畏难情绪，只要肯下苦工用心钻研，总会迎来转机。

即使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我也必须按部就班地完成。先是到抚顺、大连等地招聘技术工人，跑几个

城市订货，然后是购买耐火材料，亲自设计炉窑厂房，继而不分日夜守在炉窑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

快就成为这方面的行家。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光学玻璃的试制工作正式开始。

为缩短从研制到生产的周期，王大珩先生和龚祖同先生决定直接采用 200-400立升的生产规模进行

研制。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制作一个大到能够熔化这么多的玻璃且质量很高的坩埚。我们先做木模，然

后把从几个特定地方买回来的高岭土、黏土往木模里打，刚开始是用人工打，后来引进前苏联的技术后，

就采用汽锤打，把土打得严严实实后用重油进行烘烤，熔炉点火升温后日夜轰鸣不能停火。

尽管大家再三小心，但前期制作还是几次出现事故，最严重的一次是玻璃漏埚事故，火红的玻璃液

流进地下室造成一片火海，触目惊心。龚祖同先生临危不惧、经验丰富，带领我们一次次解决险情。经

过多次反复试验，光机所总算自制出一个合格的坩埚。

为符合光学玻璃精准的参数要求，在玻璃的熔炼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各种原料的比例、用量。实际熔

炼时，有些原料挥发得快，有些挥发得慢，经常需要我们走到熔炉前，直接从高温坩埚里取出正在熔炼的

材料进行测试，发现哪个原料的比例小了就立刻添加。

熔炉房的环境很差，粉碎原料用的石碾转动起来粉尘飞扬，玻璃切割时泥浆四溅，大火炉温度极高，

时刻面临着漏埚的危险……这些困难都还是其次，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实验过程中接踵而至的技术难

题。其中有一件事我印象最深、也比较有趣：玻璃熔炼好以后，需要把整个坩埚端出来用保温罩罩着，让

它慢慢冷却成型。但成型后的玻璃内竟然有很多气泡，这让大家都一筹莫展。我在图书馆通宵达旦几

乎翻遍了能查到的所有文献资料，可依旧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几番思索之后，我决定把含气泡的玻璃

一点点研磨，磨到接近气泡表面时，再把它浸泡在水里，用针轻轻刺破，观察它的反应。结果气泡里根本

就没有气体冒出来！我又研磨了十几个样品，检验后发现结果都一样。于是我判断，这可能是真空泡。

如果是这样，那成因就要另作考虑。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后我终于弄清楚，原来玻璃在冷却过程中，由于

中部与四周存在较大的温差，当外部玻璃已经固化，而内部玻璃开始进入转化温度范围时，外面已经冷

却的那部分玻璃拉扯着里面热的部分，中间就有一部分形成了真空泡。弄清楚原因后，我马上就建议试

验组采取措施把保温罩加厚以减缓玻璃的冷却速度，困扰实验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在长春的那些日子，龚祖同先生带领我们组的同仁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晚上加班饿了就把在饭

堂买的窝头切成片，在火炉上烤着吃，困了就在熔炉旁打个盹休息片刻，醒来接着干。没有假日和周末，

更没有白天和夜晚。随着一个个技术难关被攻破，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53年除夕，整个长春

寒风刺骨、冰雪漫天，但我们的大厂房内却暖意融融、热气腾腾。随着装满玻璃水的 300升大坩埚顺利

出炉，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终于诞生了！激动的泪水填满了一双双熬红的双眼，冷却炉前的我们高兴地

像孩子一样蹦跳欢呼。那一年，我 23岁，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需要靠国外进口光学玻璃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中国终于能制作自己的光学玻璃了!

3    驰援昆明

1956年，云南光学仪器厂计划筹建光学熔炼车间，向作为中国光学玻璃发源地的长春光机所求助，

希望长春光机所能提供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方法、设备、图样、配方等关键技术的支持。

由于上级领导的信任，我和几个同事一起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往昆明援建，这是长春光机所第一次系

统地向其他地方推广光学玻璃的生产技术，目的是兴建我国第一条光学玻璃生产线。

当时的交通并不便利，从长春到云南，路途遥遥，我和同事们先是乘火车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搭上

顺路的军用飞机飞赴昆明。那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飞行途中机身摇晃得非常厉害，机舱空间有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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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成两排面对面坐着，双手紧紧地握着扶手，提心吊胆地熬过了几小时的行程。

旅途劳顿，加上初到云南气候和饮食都不适应，大家都显得很疲惫。但一到工厂，还是要马不停蹄

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我们要尽快培养出能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将是我国第一代光学

玻璃生产技术人员和工人。

我带领工人们在仪器厂组装调试设备，现场指导如何操作，再抓紧下班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最

基本的理论和原理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理解。除此之外，我还负责窑炉、非标设备和检测仪器的设计和

安装调试，并指导试制和生产，直到生产出合格的光学玻璃。

经过九个月的共同努力，云南光学仪器厂的光学玻璃熔炼车间终于建起来了，这是我国第一条光学

玻璃生产线，是光学玻璃从依靠进口到立足国内生产的起点。我有时自豪地想，自己就像一颗种子，走

出小小的实验室，将能够强国的技术带到祖国需要的地方，让它们在新的科研土壤中生根发芽，蓬勃

生长。

4    稀土和代稀土

1956年，长春光机所的光学玻璃研究工作进入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我有幸被推选担任光学玻璃

研究室的副主任，负责研究室大大小小的科研工作和日常管理事务。在这一年，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自云南完成援建工作回来后，为突破当时外国对我国发展用于宽视场、大孔径军用光学仪器重要材

料的限制，我开始系统地研究稀土玻璃的化学成分、光学性质及工艺参数间的关系。

稀土与其他元素结合组成新材料时，可以大大提高这些材料的使用性能。在光学玻璃中加入稀土，

不仅能使玻璃变得五颜六色，还可以使玻璃变得更加晶莹透明，并提高玻璃的强度和耐热性。更重要的

是，稀土还能提高玻璃的折射率及降低色散，使玻璃的光学性能更好、映象更清晰、分辨率更高，稀土玻

璃可用来制造高质量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镜头、潜望镜、光度计、各种棱镜以及其它精密光学仪器。

长春光机所也是国内首先从事稀土玻璃研究的单位，当时稀土元素用于玻璃制造仅有几十年的时

间，没有太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当时国内生产的稀土比较缺乏，不能大量供应，价格也很高，要

找到足够的种类繁多的稀土以供研究使用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稀土光学玻璃研究一直不太顺利。

就在关键时刻，王大珩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王大珩先生早年在英国，是英

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人之一，其研究成果曾获得过专利。他把自己从国外带回的几个稀土光学

玻璃配方无私地交给了我。在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决心。在这

个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除了王大珩先生外，还有当时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的苏锵。

他是专门研究稀土的，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稀土原料时就找他“求救”，他对我的工作也非常支持，使研

制过程中稀土原料缺乏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在此配方基础上，我开始对原有配方进行扩展和摸索试验，把各种不同的稀土元素进行搭配、调配，

然后与其他光学玻璃的原料混在一起熔炼，旨在得到理想的稀土光学玻璃。研制工作枯燥而繁琐，实验

往往一做就是成百上千次，同时还要测量大量的数据，过程复杂繁琐。1958年，经过大量试验工作，稀土

光学玻璃终于研制成功。但在此过程中我发现有些稀土带有放射性，用此类稀土制成的光学玻璃对人

体有危害性，而且稀土的成本很高，不容易进行推广和大规模使用。于是我开始寻找性能与稀土类似，

而价格比稀土要低得多的原材料来制造代稀土光学玻璃。代稀土光学玻璃是在玻璃组成中，用非稀土

原料代替一部份或全部稀土原料，以制出光学性质与稀土玻璃一致而价格又比较低廉的光学玻璃。科

研工作要和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代稀土光学玻璃的研究很快取得了成功。

后来，我的这两项研究成果有幸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64年，我研究的光学玻璃新品种系列——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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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光学玻璃和代稀土光学玻璃，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成果奖，1965年，代稀土玻璃还荣获国家科委发明

奖。此时是我投身科研的第七个年头。从带着科学报国的理想来到北京，到奔赴北国长春开辟光学新

领地，再到前往昆明传播光学玻璃的火种……我潜心多年的科研工作终于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科

学报国、科学强国”的信念在日复一日琐碎而伟大的科研工作中愈发坚定。

5    开拓激光“前沿阵地”

整个 50年代，是中国光学发展势如破竹的十年，光学人夜以继日、夙兴夜寐的辛劳研究让一系列的

光学问题得到了解决。一时间光学的发展似乎已到达顶峰，或在瓶颈处驻足。然而科学从不会停止前

进的脚步，在王大珩先生、龚祖同前辈的指引下，我和为中国光学奋斗多年的同仁们努力寻找着突破口，

寻找光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终于，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国际上刚刚兴起的“激光”这一前沿科技的

研究。

1958年，美国两位微波领域的科学家汤斯和肖洛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红外和光激射器》的论文，首

次提出光振荡条件的理论计算和光激射器的设计原理，并且还对这种新型激射器的用途作了一番

预测。

汤斯和肖洛的论文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光源强度足够强，使产生的电磁波从微波进入光波的

话，那么国外当时正在研制发展的“微波量子放大器”将进一步延伸，制造“光波量子放大器”将不是梦

想。而一旦我们国家掌握了这一技术，将大大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距离，直接进入世界先进

水平。

于是在前辈的支持下，王之江、邓锡铭带头，加上我们另外几个年轻人一起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开

始了对激光器这个新领域的探索。在当时，我国工业水平低，研制条件十分困难，从掺杂晶体的生长、冷

光学加工、金属镀膜，到光学质量的检验，全靠我们自己设计、动手制造。

终于在 1961年 9月，我们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实验台上，泵浦氙灯强烈的光

芒一闪一闪地照射着一根红宝石棒，一束像针尖一样细的深红色光从红宝石一端直射出来。这台激光

器采用球形照明器作为激发光源，并首先采用了外腔结构，用光学成像的办法，只用了一支较小的直管

氙灯，用高反射的球形聚光器聚光，使红宝石棒好像泡在氙灯光源的像中。这台激光器的诞生仅比美国

晚了一年，且技术上是截然不同的。

这场胜利让大家备受鼓舞，更加坚定地在激光领域中摸索前进。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所里的年轻人

们各显神通，研制了多种不同种类的激光器：氦氖激光器、镓砷半导体激光器、钕玻璃激光器……其中

我研制的是氟化钙激光器，用掺三价铀的氟化钙作为工作介质。这种激光器的优点是阈值较低，容易形

成振荡。

十年前进入中国科学院时，我从喜爱的近代物理专业转到光学专业，而激光则是二者的交叉融合。

工作需要和个人愿景，终于又合二为一，真是奇妙的缘分。

三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1    上海光机所和激光武器

随着激光和激光器的研究日益成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激光武器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有速度

快、运行稳、精度高、威力大等诸多优点。所以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进而形成了一

场千帆竞渡的军事竞赛。

1964年 4月，专门从事激光技术研究的上海光机所顺势而生。我和长春光机所其他从事激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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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被一起调到上海，开始了激光武器中强激光的研究。上海汇集了全国各个地方的科研精英，大家

一起互补长短，卯足干劲。

次年，我和我的队伍成功研制出了红外连续输出功率大于 2瓦的氟化钙激光器。喜悦之情还未散

尽，十年动乱便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在此期间我曾被上海光机所派到安徽合肥董铺岛开展大功率

激光器的研制工作和激光打靶实验，随后又参与到激光反“响尾蛇”导弹研究工作中。对激光武器的研

究让我有机会在激光技术发展早期阶段就观察到了丰富多彩的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各种效应与

现象，特别是许多非线性光学现象，为日后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8年，上海光机所成立“激光物理研究室”，我担任研究室主任。在此期间，我们成功研制了超短

脉冲激光装置，研究了激光与晶体、光纤、液体、原子蒸气的相互作用，还从理论上研究了两种产生高阶

拉曼的机制，对后向散射相共轭波的产生提出了新的解释。也因此，我在 1980年受邀到加拿大参加激

光光谱学国际会议，在会上做了“高阶相干拉曼散射光谱研究”的学术报告，还有幸被选举为会议执行委

员会委员。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是很难得的。

2    安徽光机所的振兴计划

安徽光机所成立于 1970年，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到 70年代后期，安徽光机所科研整体实力相对

薄弱，在国内光学界的地位算不上高。为了推动激光学科的发展，加快安徽光机所的发展步伐，1981年

初春，我带着领导的信任与期待再迁安徽，一个人轻车简从来到合肥董铺岛上的安徽光机所任主持工作

的副所长，后于 1983年担任所长。

这次工作不同于以往，不是纯粹的科研难题，而是事关全所职工的未来走向，需要把握的也是端正

工作作风，调动工作热情，明确发展方向等宏观问题。在和大家一起多次调研讨论分析后，确定了安徽

光机所全新的学术定位——以中小激光技术应用和应用理论研究为基础的研究所。要集中有限的人力

财力物力做好工作，形成特色，真正打出自己的品牌。

科研能力的核心是人才，为此我把博士点申报了起来，还发展中国科技大学、长春光机所、上海光

机所等合作单位，联合培养人才。既搞国际合作，把年轻人派到国外去学习，又引进国外学者到国内授

学，为所里的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让大家迅速缩小与国外先进科研水平的差距，提高科

研水平。

推动激光学科的发展是上级将我调来安光所的初衷之一。我在安光所的几年里，全所科研人员开

拓了激光在国民经济中与国防军事、工业、医学等方向相关联的研究，涉及激光测卫、激光测距、激光育

种、激光合成纳米材料等多个领域，开发研制了准分子激光器，同时进行了大气传输等基础研究。在中

科院的支持和帮助下，安光所与德国马普学会量子光学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大量购买和制作先进设

备，自行设计建成了国内第一台超声分子束装置。1985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安徽光机所激光光谱学

研究室成为中科院第一批对国内外开放的 17个实验室之一。

几年里，我们有了一批在激光光谱研究、大气光学研究和新型激光器研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和先进

地位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那段时间是充实而幸福的，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是我人生

中弥足珍贵的经历和回忆。

3    难舍故土

1985年冬天，一位从故乡远道而来的贵客突然到访，他就是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1983年

广州举行的激光学术国际会议上，我和王屏山先生便早有接触，发现我们两个是同乡后，浓浓乡情使我

们相谈更欢。我们从发展教育谈到高科技的话题，又说起当时广东高等教育发展落后的状况及高校科

研力量薄弱的现状正影响到着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步伐。王屏山先生对广东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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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缜密思考和急切心情让我颇受感动。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两个人的观点都不谋而合，越谈越投机。

交谈最后，王屏山副省长真诚地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回广东工作，在广东建一个光电技术研发基地。

那一瞬间，童年的回忆和对故土的思念如尘封的画卷缓缓展开，这些年一直奔波于天寒地冻的北方

和吴语缭绕的沪皖一带，但家乡广东的一草一木和曾相濡以沫的亲人始终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眷恋。

在这个知天命的年纪，我总算有所成就，现在正是故乡需要我的时候，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要用自己的一

切去回报给予我生命的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迎来自己人生的崭新一页。略微沉思后，我用力点头，

当场接受了王屏山副省长的邀请，答应回广东工作。

1987年 1月，我走马上任华南师范大学校长。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面对大家充满信任和期待

的眼神，我深感到自己肩头责任更重了，从一名科技工作者到一名管理者，这样的角色转变对我来说并

不新鲜。过去的工作中，我经常是既要做科研又要做管理工作。在长春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到上海、安

徽还是这样，这一次回到广州更是如此。只不过，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我要面对的是全校上万名师

生员工，面对一所面向现代化的大学，我必须和大家一起，规划好未来的发展之路。

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讨论之后，华南师范大学有了新的定位——从传统师范院校向教学科研型的综

合大学发展。这样的想法显然并不能让所有人在一时之间接受，但是后来，随着分子生物工程研究中

心、环境科学研究所、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激光生命科学实验室等一系列科研单元的成立，华师

在教学科研方向的基础就在不知不觉中建起来了。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我陆续又做了许多的工作：带团队、建基地、搞科研、做科普……林林总总，

各不相同。很多人觉得我辛苦，但我自己却乐此不疲。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的人生仿佛一张考卷。一个又一个难题横亘在面前，但是我始终不肯停下

脚步。

高中毕业的时候，校长曾在纪念册上给我留下这样的赠言：“在社会里要做一个加分数的人物。”想

来，我应该算是加了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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